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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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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要]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它的理论来源是韦伯的技术合理性思

想和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崇拜的忧虑，面临着理性的崩塌和解体、人类精神的分化，霍克海默、阿

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但是都有着相似的理论

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抽象性、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决定论色彩和简单化思

维。为了克服上述理论误区，必须扬弃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方式，理解人类实践中的二元对立的深

层根源，既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也要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

批判。不能进行抽象批判，而要深入历史；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

的互动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不能对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不能片

面地褒奖一方而贬低另一方，要清楚二者各有各的优缺点，都不是绝对的。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

理性的重新融合，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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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第二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

表，以技术理性批判为核心，以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与性格结构批判为主要内容，对

20世纪资本主义的意识文化层面进行总的批判。这几个主要的批判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不

打算过多地复述这些批判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基于其内在理路和理论困境，提出一些深层探讨，以就

教于方家。

一、技术理性批判的起源：理性的降格与分裂

理性是西方哲学中最为复杂、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旨趣不一，对资本主

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方向，其范式起源，当在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

兰西那里去寻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总批判。在19世纪，批判的方

向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层面。20世纪，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在经济和政治系统后面，还有庞大的文化系统。卢卡奇首先指出

阶级意识的重要性，预示着理论和实践出现分离的危险。葛兰西随之提出了系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

命的思路。文化批判和意识批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理论方向。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和启示是非常明显的。技术理性这一概念

就可以看作受他的理论影响而产生的。韦伯认为，合理化是现代思维方式的特点，西欧自宗教改革以

来，经历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他用“祛魅”来说明这一合理化过程的实质：“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

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除巫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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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

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29。西方传统哲学追求宏大的、

无所不包的、整全统一的大写的理性概念，在现代思想中已经崩塌，导致人类精神的分化，大写的理性分

化和缩减为小写的“合理性”。

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做出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前者只关注行为的结果或目的，后

者只关注信仰和价值。这两者都是片面的，前者在形式上是合理性的，但是又有着实质上的非理性的一

面，后者在实质上是合理性的，在形式上又是非理性的，二者互相补充、彼此平等、不可偏废口Ⅲ一。技术

理性批判是从韦伯对合理性的二分法中发展而来，精确的称呼应该是“技术合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的兴起是和20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后的现实相伴随的。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渗透

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层面，也渗透到管理体制、人文学科以及人类精神的诸

多层面。一切问题都有着化约为、转换为技术问题的倾向。美国的控制论专家卡恩为将来可能出现的

技术开了一张清单，其中包括大批控制个体行为的技术，比如监视技术、控制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技术、刺

激大脑兴奋的技术、反暴动技术及控制疲劳、感情、情绪、幻想的药物""5。科学技术给人类精神带来的

种种危害。和对未来的上述想象，刺激了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进行反思。科学技术批判思潮包括了

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在

这股趋势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贯穿始终，但是具体表述各自不同，思路上也有着差异。主要的

代表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

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其侧重点互有异同。

《启蒙辩证法》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开始，探讨现代文明的本质，启蒙的目的是“为世界祛魅、瓦解

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4]3，但理性自身却取代了神话的位置。他们从吉番腊开始分析理性精神的源

头，试图从源头寻找技术理性的本源。但是，这种寻找方式本身却是非历史性的，古希腊时代和20世纪

之间的不同被忽视了，如果把古希腊理性和20世纪科学理性简单地画上等号，就等于到前资本主义社

会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起源。这种探究方法已经明显她背离了马克恩的历史分析方法。学

者康纳顿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神话转变为理性和前资本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这两种转变联结在

一起，实际是，前一个转变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完成了，这两种转变过程相隔数千年HJ110—11。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似乎认为，只有靠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这种理论批判本

身的非历史特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可能是致命的。

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是法兰克福同人中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他不是把批判

的矛头对准启蒙，而是肯定从启蒙运动刭黑格尔的近代理性思溜，他的理性观念是来寄黑格尔，认为理

性是人类思维的基础，哲学的目标是理性的复归。但是他在近代理性的基础上加入了弗洛伊德的本能

理论，把技术理性和对本能的压抑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爱欲解放论。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至上的

现实，造就了一种奴役入的力量，入们的需要表面上被满足了，但是本来是全面酌、多维度的人的本质，

在现实中却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一维的、片面的人。控制的力量无处不在，科学与技术越发达、越全面，

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和方法越不可想象¨J。这种逻辑似乎必然得出比较悲观的理论。

马尔库塞对现代西方哲学也进行了批判，批判的矛头集中在形式逻辑、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方

面。他认为，为了进行普遍的控制和计算，产生了各种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形式逻辑也可以被视作是这

些手段之一。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因为采用了和自然科学相似的方法，也同样被马尔库塞指责为适应

某种统治的形式，和技术理性有着内在的一体性”’。这种批判依然有着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的特性，对

被批判的对象造成了～定的误解。

哈贝马斯所撰写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进行了重新思考，

提出了不同意见。哈贝马斯的思考，为我们反思技术理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他指出，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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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不是绝对的、异化的力量，如果这样简单地对技术进行分析，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科学技术

的进步，本身已经形成第一位的生产力，从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新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

态有着很大区别，它重新构造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对这种合法性基础，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拒斥，而应

当寻找其内在逻辑，加以深层批判¨删。

哈贝马斯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建立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基础上。他用劳动和相互作用

(交往)的概念，取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这个区分与韦伯对工具合理性与价

值合理性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逻辑出发，技术的合理化(或合法化)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制

度的合理化(或合法化)却属于交往行为范畴。从表面上看，异化的根源是技术合理性，而实际上，真正

的根源却是制度的合理性、交往的合理性。由此，哈贝马斯把问题的解决路径引入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

理论建构之中。

哈贝马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最大的区别，是他放弃了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及其全面控

制的彻底批判态度，而以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式，把革命和批判问题转化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对这

一转变，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者否定评价，而应该看到，这正是基于对前者的技术理性批判本身局限

性的认识。哈贝马斯把技术理性放在一个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框架中去理解，这种理解方式比起他

的前辈来说，有其合理成分。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仍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始终没有逃脱某一种决定论色彩。霍克海默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一

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如何形成并掌控所有人的分析上，没有摆脱某一种技术决定论形式，而哈贝马斯则

另辟蹊径，从交往合理化的理论建构中寻找解决技术合理性问题的道路，又属于某种制度决定论和交往

行为决定论的方式。这种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具有一种浓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但是不能归结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决定和被决定这样的理

论描述。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一体化控制形式的分析则相对简单。这些不同的道路

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种背离的合理性在于，马克思似乎是用一种类似于德国

古典哲学的理性观来处理人类实践的演化过程，他的分析在宏观上无懈可击，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上和

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法兰克福学派则抓住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问题加以

评说。后者采取技术理性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框架来分析现实，又的确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法兰

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是一种文化的批判、理论的批判，其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抽象性的结果。这种误

区我们应当警惕。

三、实践的二元论：走出技术理性批判的困境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技术理性批判的起源，探讨韦伯的两种合理性思想的意义，以及超越决定论思路

的途径。韦伯的两种合理性在西方古典哲学内有其前身，就是实践概念的二元论。亚里士多德关于理

论知识、创制知识、实践知识的三分法导致了实践的二元论思路，哲学上所谈论的实践概念，主要分成两

类，一类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创制知识”，另一类

是人的伦理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技术理性

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从此肇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传统理性概念土崩瓦解，技术合理性

和价值合理性呈现出分化态势，二者的统一似乎遥不可及。这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哲学流派，

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马克思本人的思考中，技术的两面性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是和19世纪科学的高歌猛进有直接关

系，马克思像所有19世纪中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科学技术是能够提供解决人类困境的钥匙。

他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决定地位的论述，一直招致各种各样的误解。不争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为强劲的力量。这导致大多数人都是从技术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核

心——实践概念。我们熟悉的实践定义——生产实践、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按照亚里士多

德“创制知识”的思路来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天然地为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铺设了道路。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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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有“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提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创制知识”和

“实践知识”之区分的另外一种提法。

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实践的二元分裂，更深刻的根源是人自身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分裂。技术进

步实际上推进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增长，技术成为掌控人类欲望的最强大的力量。新时代的意识形

态控制和技术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技术一意识形态”，只要人的欲望没有节制，意识形态控制就

会一直是威胁人类达到自由解放的力量。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首次提出人生意义在于追寻美德的时

候起，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就已经纠缠在人类的意识之中。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只是把这个矛

盾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从这个角度看，讨论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劳动和交往行为谁是决定性力

量，意义并不是很大。

实践的二元分裂和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裂能否克服，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能否重新

融合?这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在全面发展的人的丰富性生成之前，这种克服和融合不

能全面完成。我们不能因此停止对技术理性的各种批判努力，而是需要避免技术理性批判的偏颇之处。

首先，我们一定要遵循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不能抽象地考察技术理性和人之异化的根源，必须深入

现实问题内部，去挖掘人之异化的具体根源。那种动辄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问题探讨方式一定要避免

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内的经验事实加以错误的套用和不加区别的分析。

其次，我们一定要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等概念

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而是复杂的彼此并存、互相影响的关系。描

述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必须慎重再慎重，避免简单化的理解方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理论批判和文

化批判所遇到的某种决定论困境。

第三，我们不能将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加以机械的分割和对立，不能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异化的

唯一原因，在价值上是完全错误的，同样也不能认为价值合理性本身是绝对正确的。我们要注意到：二

者本身应该是人类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能用一方面来压倒和取代另一方面。按照韦伯本人的

看法，二者都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合理性，都是片面的合理性，从某个角度看是合理的，从另外的角度看，

却是非理性的。

技术理性问题反映了人类实践的有限性特点，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人类

的本能是要追求无限，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但是这种追求一定要借助某种手段，技术就是这样的手段，

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手段往往取代了目的本身，人对无限的追求，最后就变成了对技术的崇拜。人在

追求技术的过程中，自信心往往膨胀，发生一种“理性的傲慢与佞妄”，结果会有可能转变为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恶化，技术合理性成为摧毁价值合理性的力量，这种危险情形在20世纪已经体现得很充分，从这

个立场看来，我们需要技术理性批判，但它的作用毕竟不是唯一的。

人类实践的分裂、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分裂、技术和价值的分裂，是我们无法否认的现实，它们的

统一，也是我们无法放弃的理想。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人的全面性的立场，始终把扬弃人的分裂和异化

作为哲学的核心关怀，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

理性批判给我们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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